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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末 , 我国先后在广东、福建等省区建立、扩大华侨农场 ,
以安置归难侨 , 福建省的松坪华侨农场即为其中之一。作为一个在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特殊社区 , 它
在人口构成、对外联系网络、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 华侨
农场逐步转型 , 纳入地方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 , 各项改革措施已初见成效 , 但是 , 华侨农场如何与时
俱进 ,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 , 还需要进一步在实践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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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From the 1950s to the end of the 1970s , a new institution named Overseas Chinese Farm
was set up in Guangdong , Fujian and some south provinces of China to settle th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in groups. This paper trac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ongping Farm. The special at2
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its population structure , community networks and cultural symbols. Since
the economic reform widely spread in China , Songping Farm , together with other overseas farms all
over the country , has been pushed to join the economic market competition. Some initial successes
have been achieved. However , without the preferential policies provided by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towards th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farm , Songping Farm is facing serious challenges to make fur2
ther development .
一 　松坪华侨农场建立的历史背景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 , 东南亚一些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或从狭隘的民族利益出发 , 或受国际东
西方冷战的影响 , 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限制、排斥乃至打击华侨的政策 , 在不同程度上危及华侨
在当地国的生存与发展 , 其中尤以印度尼西亚为甚。
由于历史的缘故 , 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以经营零售商业为主。据 1959 年 7 月的统计 , 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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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由华侨经营的零售商业达 83783 家 , 其中半数以上散布在印尼群岛各地乡里民间 , 成为当地社
会经济网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① 然而 , 1959 年 , 印度尼西亚政府突然发布第 10 号总统令 , 规
定在省、县自治区和州首府以外地区经营的外侨零售商必须在 1960 年 1 月 1 日之前停业 , 由印
尼民族企业家或印尼人组织的合作社接管经营。此令一出 , 顿时令数十万华侨生计无着。同年 8
月 , 印尼政府又突然宣布将面值为 500 盾和 1000 盾的大钞贬值为 50 盾和 100 盾 , 华侨小零售商
们刚刚从被迫变卖商店中获得的一点现款眨眼间又被剥夺了百分之九十。在尖锐的民族矛盾与阶
级矛盾相互交织时 , 广大普普通通的华侨一再成为替罪羔羊。
面对印尼群岛急剧动荡的形势 , 许多华侨惶惶不安 , 纷纷要求返回刚刚成立的社会主义新中
国定居 , 开创新的生活。根据当时的国情、侨情 , 国务院制定了接纳安置归侨的总方针 , 即 : 按
籍安置 , 面向农村 , 面向山区 , 有特殊技能者量才录用。1960 年 2 月 2 日 , 国务院颁布《关于接
待和安置归国华侨的指示》, 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委员会”, 负责统筹
归国华侨的接待和安置工作。该委员会下设办公室 , 具体办理接待安置事务 , 并在广州、汕头、
湛江、海口等主要口岸设立了接待归难侨的临时机构。
1960 年 2 月 , 中国政府派出第一批接侨船到印尼。此后 , 或搭乘祖国派出的海轮 , 或自行
踏上归途 , 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 , 有近 10 万印尼归难侨返回祖国。为了紧急安置这批在危难中
投奔祖国的归侨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 (简称“中侨委”) 的直接领导下 , 由接
待安置委员会具体协调 , 在与海外华人关系密切的广东、福建、广西、云南等地 , 迅速新建、扩




松坪华侨农场于 1960 年 3 月正式建立。农场总部位于厦门市同安区大同镇东北 , 距同安城
约 10 公里。农场成立之初 , 占地面积不足 7000 亩 , 后几经变迁 , 今日松坪农场的总面积已达
7184 平方公里 (约 11000 多亩) 。
松坪农场的前身是同安县财贸部门主管的一家小型综合农场。1960 年 , 根据国务院的紧急
指示 , 福建省政府决定以该农场为基础 , 建立松坪华侨农场 , 以紧急安置一时蜂拥而至的大批归
难侨。按照中侨委的指示精神 , 华侨农场是“安置和教育归侨的生产基地”, 是“带有事业性质
的企业单位”。松坪农场建立后的 40 多年间 , 先后安置了来自印尼、越南、柬埔寨、泰国、缅
甸、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八个国家的归难侨共 2200 多人。
回顾松坪农场 40 多年来的发展历程 , 大致可以分为初建、拓展、改革等三个阶段。
(一) 初建 (1960 —1966 年)
1960 年 3 月 , 为适应大规模安置归难侨的需求 , 福建省政府按照上级指示精神 , 利用原有
小农场的基本设施 , 以同安上寮村为中心 , 拨出总面积达 6949 亩的一片土地 , 正式成立松坪华
侨农场。同年 6 月 , 第一批印尼归侨 50 户 210 人正式落户松坪。三个月后 , 农场又安置了第二
批印尼归侨 90 户 440 人。1961 年再安置第三批印尼归侨 171 户 854 人。农场成立仅一年多 , 就安
置了 1500 多名归侨 , 食宿条件相当紧张。1963 年 , 上级领导部门考虑到松坪的实际情况 , 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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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看 , 松坪农场自建立后 , 即逐步建立起一个与周边地区存在明显差异的
特殊社区。就社区的地理边界而言 , 第一批归侨被安置在农场时 , 主要居住在以上寮为中心的一
个小范围内 , 随着后几批归侨陆续落户 , 农场渐渐形成新村、上寮、凤梨山、四房山等四个相对
集中的定居点。农场的住房与周边地区明显不同。1960 年 6 月 , 当第一批归侨进入农场时 , 曾
暂住在部队腾出的营房里。不过 , 短短几个月后 , 由国家调拨建材 , 由同安建筑队担任主力 , 归
侨们共同参与挑泥、搬砖、添瓦 , 一排排新房很快就建起来了。当第二批归侨于 1960 年 9 月抵
达农场时 , 已经能够住上农场自己的房子了。与周边地区传统的闽南建筑不同 , 农场为归侨提供
的住房是像火车车厢似的一长串平房 , 不论人口多少 , 一家一大间。从住房模式到相对集中的聚
居点 , 农场与周边农村之间形成了一道明显的边界。
就社区成员的共性而言。从 1960 年农场成立到 1966 年之前 , 除个别由国家派来“辅导”归
侨生产的农业干部外 , 农场社区内的职工基本上是清一色的归侨 , 他们依然保持着许多在东南亚
形成的生活习俗。最明显的特点之一是 , 由于早期农场职工以印尼归侨为主 , 因此 , 他们大多仍
然习惯于用印尼语相互交谈 , 大多数人压根听不懂周边村民的闽南方言。归侨们与周边村民很少
主动往来。社区成员的同一性显而易见。
更重要的是 , 农场形成了自身的特殊建制。作为“国营农场”, 无论农场的实际经营状况如
何 , 农场职工都可以按月领取工资 , 可以享受公费医疗、退休养老。农场设有负责对外联络的办
公室和对内管理的党委办公室 , 场长、党委书记等场一级负责干部都由上级侨务部门直接委派 ,
而且 , 老归侨们记忆犹新的是 : 早期农场领导的级别 , 与农场所在的同安区领导平级 , 个别领导
的级别甚至更高。农场有事可直接超越同安区而上报到省市侨务部门 , 甚至直达北京的中侨委。
20 世纪 60 年代初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 , 许多基本的生产生活物资严重短缺。但是 , 根据对归
侨侨眷实行“一视同仁 , 适当照顾”的八字方针 , 接待安置归侨的费用由国务院直接批拨。政府
为每批新抵达的归侨送去生活必需品及生活补助金 , 统一调拨建场所需的建材、肥料、农具等生
产资料及配套的资金。归侨落户后 , 国家还照顾到归侨的特殊需求 , 特别提供一定数量的粮、
油、肉、白糖、肥皂、香烟等生活资料 , 帮助农场及归侨生活早日步上正轨。
特殊的政策倾斜 , 使华侨农场从起步伊始 , 就形成了传统农村氛围中一块引人注目的“飞
地”, 一个在特殊历史背景下被“创造”出来的社区。
(二) 拓展 (1966 —1980 年代初)
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 , 归侨们开始了迥异于东南亚的创业历程。归侨们在东南亚时多为小商
贩 , 好些人从未下过农田。当时由政府划归农场的土地 , 有大片尚待开发的山坡荒地 , 开荒造
田 , 是农场建立后的首要任务。归侨们安定下来后 , 上级主管部门立刻从同安县的巷东和马巷人
民公社等地农村调来经验丰富的骨干 , 担任农场的生产队长 , 带领归侨们开荒造田 , 辅导归侨们
学习种植水稻、花生、番薯、马铃薯、豌豆、荷兰豆等农作物 , 学习栽培管理龙眼、荔枝等
果树。
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初 , 是松坪农场在曲折中不断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此期间 ,
松坪农场经历了两次比较大规模的拓展。
第一次发生在 1966 年。根据上级指示 , 松坪农场周围的三个农村生产队从土地到人口全部
划归农场 , 使农场成为归侨与本地人掺半 , 但依然全面享受“归侨”政策性待遇的特殊社区。
新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 , 从法律意义上说 , 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属于全体
人民的 , 国家则代表人民行使土地的分配使用权。但是 , 在祖祖辈辈生活在松坪的本地村民的观
念里 , 他们理所当然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可是 , 1960 年的一纸公文 , 他们忽然发现自己失去了
对于脚下土地的所有权 , 一群不知来自何方的陌生人竟然“占有”了“我们的土地”。而且 , 同
样在土地上劳作 , 那些陌生人却拿着国家的工资 , 住着免费的房屋。当地人心中的不满由于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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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困难时期衣食短缺而加剧。有人进入农场挖走田里的蕃薯 , 摘走树上的水果 , 甚至“顺手牵
羊”拿走归侨的衣物。归侨们当然不能允许自己的劳动成果任人拿取。于是 , 一方认为“这是我
们的土地 , 我拿得应该 !”另一方认为“这是我们的劳动成果 , 决不许偷盗 !”双方从动口争吵到
动手打架 , 从个别冲突到群体斗殴 , 矛盾愈演愈烈。
为了从根源上消除冲突 , 促进地方安定 , 有关上级主管部门经过研究 , 于 1966 年做出一项
重要决定 : 鉴于划归松坪农场的土地原来分属松坪、刘厝、下庄等三个生产队 , 决定将这三队的
人口及其现有土地全部划入农场 , 所有村民同归侨一样 , 成为领取国家工资的农场职工 , 享受国
营农场正式职工的一切待遇。而且 , 村民的子女也与归侨的子女一样 , 成年后可自动成为农场职
工。由此 , 农场地域上的边界拓展了 , 地域冲突缓解了。松坪农场增加了一个重要的次群体 ———
“本地人”。
松坪农场的第二次拓展发生在 70 年代中期 , 是越南难侨大批回国安置的直接结果。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 , 越南出现反华排华恶浪 , 特别是在 1978 年短短数月内 , 27 万难侨被驱赶回国。
松坪华侨农场也紧急接受了安置越南难侨的任务。从 1978 年 5 月起 , 农场陆续接收越南归侨共
637 人 , 绝大多数被集中安置在上寮村 , 于是 , 松坪社区出现了又一个次群体 ———“越南归侨”。
经历了两次拓展后 , 松坪农场从土地到人口都成倍增加。时至 80 年代初 , 农场已形成政、
企、事合一的体制。农场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 , 开垦并耕种了 2700 多亩的稻田 , 同时还开辟了
近 2000 亩茶果园 , 种植龙眼、荔枝、蕃石榴、茶叶、柑桔、杨梅等经济作物。农场自己办有幼
儿园、小学、中学等教育机构 , 建立了榨油厂、酱油厂、米粉厂、木器厂、酒厂等企业 , 配备有
政法、医疗卫生、退休养老等各个部门 , 承担着包括照顾本场职工生老病死等全方位的社会
职能。
由于农场一直是个“侨”字号单位 , ① 因此 , 农场的生产、基建、财务、物资、产品处理、
劳动工资计划等皆由侨务部门负责 , 也就是说 , 华侨农场是在一个完整的、相对独立的体系内运
作 , 是一个与周边地区在行政管理上差异明显的“小社会”。
(三) 改革与探索 (1981 年之后)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 , 席卷全中国的经济改革大潮 , 也给松坪华侨农场带来了一系列冲
击。恰如其他国营企业一样 , 松坪农场也面临着改制的严峻考验。一方面 , 原先的“大锅饭”被
端掉了 , 归侨们作为国营企业职工所享有的优惠待遇大多不复有效了 , 归侨们也和周围的普通农
民一样 , 必须走入市场要效益 , 他们在心理上需要一个艰难的再适应过程。但另一方面 , 当上上
下下都在“侨”字上大做文章时 , 天然拥有“侨”字优势的华侨农场又该如何作为呢 ? 松坪 20
多年来的改革之路 , 有成功 , 有失败 , 有教训 , 曲曲折折。
80 年代初 , 当生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的时候 , 松坪农场也从 1981 年开始实施改革措施。
农场把生产队划分成生产小组 , 由各生产小组集体承包土地 , 后逐步过渡到由个人直接承包土
地 , 农场不再对种植作物的数量类型做出规定 , 承包人可以依据市场需求自行安排。接着 , 农场
的果园及各小加工厂也拿出来让个人承包。1985 年 , 国务院做出《关于国营华侨农场经济体制
改革的决定》, 明确提出华侨农场要走我国农村改革的道路。农场职工统一的工资制取消了 , 职
工收入取决于承包经营收入。1986 年后 , 农场职工子女成年后不再自动转为职工 , 需自谋就业
出路。在土地承包之初 , 生产似乎一度上升 , 但是 , 仅仅三五年 , 农场的小加工厂因设备陈旧缺
乏竞争力而相继倒闭 , 稻米果蔬也因市场价格下跌而使承包人收益甚微。农场发展遭遇瓶颈。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 , 华侨农场的管理体制发生了重要变化 , 其主要趋势是从独立于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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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革”期间 , 由于中侨委一度瘫痪后又被撤消 , 松坪华侨农场的管理权曾一度下放到福建省 , 但 1978
年后又适度回收 , 仍归属侨务部门主管。
社会之外 , 向融入本地社会转化。1996 年 , 福建省政府决定 : 从 1997 年 1 月 1 日起 , 除天马华
侨农场外 , 包括松坪农场在内的 16 个华侨农场的领导体制 , 原则上一律改为由各农场所在地
(市) 县人民政府领导。1999 年 6 月 , 全省 16 个华侨农场管理权的移交工作顺利完成。为发挥侨
力资源优势 , 有重点地引导华侨农场发展开放型经济 ,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 1997 年 7 月 , 由
厦门市管理的松坪农场又增挂“松坪华侨经济开发区”的牌子 , 比照省级经济开发区享受优惠政
策 , 理顺地方与华侨农场的管理关系 , 在华侨农场融入当地社会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目前 , 松坪农场已经与地方政府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 , 原先由农场独自承担的一些社会职
能 , 先后被纳入地方总体发展的轨道。适应经济形势的新变化 , 1998 年 , 用地方补贴和农场自




休归侨职工每月除领取基本退休工资外 , 还可以领取 60 元归侨补贴。
在松坪农场的发展规划中 , 华侨农场所拥有的“侨”的优势受到各方面的重视。根据农场的
最新发展规划 , 农场将进一步利用侨胞集中、对外联系广泛的特点 , 通过内引外联、信息交流等
方式扩大影响 , 拓宽招商引资的渠道。近几年 , 松坪在招商引资方面已走在福建华侨农场的前
列 , 有橡胶厂、种猪养殖场、果酒厂、体育器材厂等多家外资或内联企业。而且 , 农场所在地山




综上所述 , 历经 40 多年的风雨变迁 , 松坪华侨农场作为一个政策性的特殊社区 , 在社区边
界、社区网络及社区文化方面 , 均呈现出自己鲜明的特点。
(一) 社区边界 : 地域边界与心理边界的差异性
如前所述 , 当 1966 年松坪农场周边三个农村生产队从土地到人口全部划归农场后 , 松坪农
场的地域边界就基本划定了。而且 , 在改革开放之前 , 农场职工享有的类似国营企业职工的待
遇 , 也使农场职工与周边地区的社会边界清晰明了。然而 , 在松坪的地理边界之内 , 随着人员构







1961 年 近 100 % 1960 - 1961 年共安置归侨 1500 多人 , 以印尼归侨为主。
1963 年 近 100 % 本年迁出 700 多人到东湖塘、天马农场。
1966 年 约 40 % 松坪等三个本地村并入 , 农场人口增至 2400 多人。
1978 年 约 64 % 安置越南归侨 637 人 , 归侨比例上升。
2000 年 约 34 % 70 年代以来归侨侨眷不断出国出境 , 使比例持续下降。
印尼归侨是社区中的主群体 , 他们经历了农场最艰苦的创业阶段 , 是农场发展的见证人。他
们曾经同进场“偷盗”的周围村民打过架 , 曾经遭遇“文革”内乱 , 还曾协助安置突然而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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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多名越南难侨。当改革开放大潮兴起时 , 多数印尼归侨已不复年轻 , 几十年与外界相对疏离
的农场生活 , 使他们难以适应新的变化。他们不满那些“当地人”进来分享本应是归侨才能享有
的权益 , 看不惯一些新来越侨的“新潮”作派 , 再加上由于年岁不饶人 , 相对年轻的越侨或当地
人逐渐接手成为新一代农场领导 , 使印尼归侨群体不可避免地产生或多或少的失落感。
松坪周围三个农村的村民当年得以被接纳入农场 , 成为“领工资”的农场职工 , 曾经令他们
十分兴奋。如前所述 , 农场接纳当地村民是边界冲突的结果 , 归侨职工认为当地人“得了好处”,
但当地职工则认为 : 我们得到的是我们本应得到的权益。因此 , 归侨职工与“本地职工”之间从
一开始就存在隔阂。而且 , 虽然在同一农场多年 , 但双方之间的往来始终有限。在生产队年代 ,
各属不同生产队。实行承包制后 , 本地职工主要承包农田 , 归侨职工则主要承包果树 , 双方仍有
明确界限。
越南归侨进入农场最迟。20 世纪 70 年代的越南难民潮曾得到国际社会的救助 , 数十万越南
难民被接纳到美、法、加、澳等发达国家。由于总体环境不同 , 因此 , 被安置到中国农村华侨农
场的越南难民从亲友中得知海外的消息后 , 对安置现状多有不满 , 好些人又想方设法离开农场再
移民。越南归侨的作法 , 令早期印尼归侨十分看不惯 : 当年我们回来时条件比这还要差得多 , 我
们都坚持下来了。农场是我们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 , 他们是在享受我们的果实 , 竟然还不满意 ?
可越南归侨认为 :“他们” (指印尼归侨) 把好地盘都占了 , 给我们的尽是坏地 , 我们太吃亏了。
我们要离开是我们自己的权利 , 他们凭什么说三道四 ? 尤其当一些越南归侨再迁移未成又被送回
农场时 , 在心理上更是格格不入 , 难以认同于“他们的农场”。
同一社区中次群体之间的心理边界 , 引人注目。
(二) 社区网络 : 单一核心家庭与广泛的国际网络
一般的传统农村社区 , 无论单姓村还是杂姓村 , 总有许多大家庭 , 存在拓展的家族、宗族关
系。此类现象在松坪是不存在的。因为 , 归侨们是被“分配安置”到松坪的 , 他们聚集在一起具
有相当大的偶然性。他们的原籍地不同 , 姓氏不同 , 各家各户相对独立。虽然经过 40 多年同一
社区生活后 , 渐渐有些家庭形成联姻关系 , 但毕竟经历的年代还不长 , 基本上还只是一代人之间
的联姻 , 再加上改革开放后 , 年轻一代纷纷走出社区 , 因此 , 松坪迄今仍以核心家庭为主。
然而 , 血缘纽带却又不是以地域为界的。由于归侨的海外经历 , 因此 , 松坪每一个核心家庭
的外延 , 几乎都联系着大小不等的跨国网络。境外国外关系多于国内关系 , 是松坪社区网络的突
出特点。如印尼归侨江传仁先生 , 弟妹中有三个在国内 , 五个在香港和印尼 , 他们曾进行过松
坪、香港、印尼三方五兄弟之间的国际通话。陈美竹女士 , 母亲在松坪 , 弟弟在厦门 , 同父异母
的两个哥哥在印尼 , 其丈夫黎良富先生的母亲和五个姐妹都在香港。黎的大姐在深圳买了套房
子 , 每年圣诞节 , 兄弟姐妹分别带上家人到深圳团圆 , 春节时则大多是黎的姐妹们到松坪探亲。
据我们的调查统计 , 农场归侨约有三万名亲属在海外 , 遍及 13 个国家 , 每年约有五六百人次回
农场探亲。
松坪的网络还表现为出国出境人数比例相当高。由于归侨的海外关系多 , 当客观情况许可
时 , 不少人即利用其亲缘纽带 , 到境外国外发展。根据松坪华侨农场侨联的资料 , 从 1972 到
1994 年 , 全农场共有 458 位归侨侨眷离境 , 绝大部分到了香港 , 约占 8716 % (401 人) , 17 人到
澳门 , 31 人到加拿大 , 5 人到美国 , 3 人到英国 , 1 人到澳大利亚。根据我们的初步调查 , 印尼
归侨一般是通过亲属关系申请出境出国的。由于印尼一直对中国人入境定居实行严格限制 , 因
此 , 大多印尼归侨出境后都留居香港。越南归侨的情况则有所不同 , 他们或通过亲缘关系投奔被
安置在发达国家的亲友 , 或利用七八十年代时国际社会对“越南船民”提供的特殊援助 , 经广西
北海出境到香港 , 以“难民”身份或留居香港 , 或转道它国。
近年来每年都有松坪归侨子女通过跨境联姻、通过国外亲友资助自费留学等方式移居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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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坪本土的核心家庭结构基本趋于稳定 , 但松坪的海外网络 , 还在拓展。
(三) 社区文化 : 特性与融合
农场的归侨家庭或多或少都带回了东南亚国家的一些风俗习惯 , 使得松坪农场的社区文化风
俗颇具特色。
在饮食方面 , 归侨家庭喜欢吃辣、炸、烤食物 , 煮菜喜欢放黄姜、香茅、胡椒等天然香料。
逢年过节 , 许多归侨家庭的女主人都会拿出自制的九层糕、　片、饼干等带有印尼风味的特色点
心招待客人。归侨胡先生在农场的中心点开了一家饭店 , 打出的招牌就是“印尼饭店”, 提供菜
谱中罗列着多种别具印尼风味的菜肴 , 如 : 巴东牛肉、咖喱鸡饭、烤糯米条、黄金饭。
在服饰方面 , 刚回国时许多归侨带回了“沙笼”等具有印尼民族风格的服装 , 经过几十年的
变迁 , 此类服饰已带有特别的象征意义 , 即每逢节日表演或有重要客人来访 , 一些归侨们就会穿
上东南亚的民族服装 , 并来上一段东南亚的音乐舞蹈。
在语言上 , 松坪华侨农场更显出它复杂的特点。农场中的本地村民家庭通用闽南方言 , 在归
侨中 , 普通话是人们日常交往的基本语言 , 但印尼归侨之间也常用印尼话交流 , 越南归侨之间则
常用越南语交谈。松坪归侨的祖籍地分属广东、广西、福建、山东等地 , 有的老一代归侨还保持
着在家中讲家乡话的习俗 , 因此 , 归侨家庭内部的语言更是异彩纷呈 , 除了普通话和原侨居国语
言外 , 也夹杂着闽南话、广东话、广西话、客家话、莆仙话等等。在松坪生活 40 多年后 , 尤其
是在松坪长大的年轻一代 , 绝大部分已学会了闽南话。
在宗教信仰上 , 与本地的老百姓相比 , 归侨们的神佛观念比较淡薄 , 所以常被本地人称为
“番”, 说他们不懂人情世故。闽南一带农村宗族势力强大 , 民间信仰盛行 , 宗祠庙宇随处可见 ,
家家户户都有神龛佛像 , 拜神求佛的节日很多 , 人情往来也很频繁。相对而言 , 归侨的人情往来
就少多了 , 但是 , 出于入乡随俗的考虑 , 有些老归侨也学着当地人在家中设个神龛 , 烧香拜拜祖
先和土地公 , 有时也去本地人拜神的北山求个平安。
在性格上 , 归侨大多比较直爽 , 率真坦诚。我们在农场调研期间 , 访问了许多归侨侨眷 , 不
管是有文化的干部教师 , 还是没读过什么书的家庭妇女 , 说起话来往往知无不言 , 滔滔不绝。这
大概与他们比较丰富的生活经历有关吧。
调研中我们还注意到 , 归侨侨眷十分关心国际国内时事 , 尤其关注原侨居国的情况。从松坪
农场 1998 年的资料看 , 归侨的总体文化水平并不高 , 文化程度达到初中的占 3914 % (180 人) ,
小学及初小占 3512 % (161 人) , 文盲占 1210 % (55 人) , 高中以上程度的仅占 1313 % (61 人) 。
但是 , 由于他们自身及家庭的特殊经历 , 往往与若干国家的时政紧紧联系在一起 , 因此他们特别
关心国事天下事 , 比一般农村社区人们的见识要广得多。如笔者访谈过的归侨江传仁先生 , 年近
70 岁 , 仅读过几年小学 , 但他不仅关心农场行政隶属关系的改变对农场发展的影响 , 也关心从




区 , 农场曾长期受到政府的特别扶持。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 , 松坪农场已初步具备了一定的经济
规模和实力 , 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进入 21 世纪之际 , 松坪农场伴随着体制改革向松坪经济
开发区转化的过程中 , 已取得一定成效。然而 , 如同全国各地同类性质的华侨农场一样 , 松坪也
还面临着如何立足本地 , 自力更生 , 发挥自身特长 , 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生存发展的一系列
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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